







前者认为 ,高等教育目的在于探索高深学问 ,满足人类理性发展的需要 ,由此而形成理性主义
高等教育观;后者则主张高等教育探讨和传授高深知识应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 ,偏向于功利
主义高等教育观 。李光耀的高等教育观属于后一类型 ,具有政治论特色。
李光耀是从政治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的功能 、目的 、制度和发展战略等问题 ,精英主义理
论成为他的高等教育观的思想基础 。
精英主义理论源于传统儒家的“贤人政治”思想 。李光耀一贯主张 ,新加坡必须实行任人
唯贤的精英制度 ,使最富有才智 、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文官服务和参政治国的行列 。这
是和儒家“修身 、齐家 、治国平天下”的思想相一致的 。〔1〕这里的“精英分子”就是指那些天资聪
颖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 。
李光耀认为 ,人的表现 ,得看天赋和教养而定 。其中天赋素质比教育和环境等因素更能决
定能力表现。但是 ,群体的表现 ,却更多地要看训练和组织而定 。因此 , “每个新加坡人 ,不论




小的重大因素。”〔3〕“对新加坡人来说 ,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,不论种族 、宗教和语言 ,我们都必
须让有天赋才能的年轻一辈 ,接受最高的教育 ,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。”〔4〕
必须建立精英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,有效地辨认人民的才干 ,并加以充分训练 ,使
之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最多的利益。李光耀强调说:“一个社会的结构 ,特别是它的教育制度和
它的行政组织 ,将决定能够在人生多早的阶段 ,多准确地在人民当中辨认谁对哪一类工作具有
天赋 ,以及如何给这种天赋最好的训练和发展” ;“新加坡要怎样才能够有效地辨认 、训练和调
动我国的人力 ,以带来最大的利益 ,就要由最高层的政府高级人员 、部长和最高级的行政人员
所具有的训练才干的素质来决定。”〔5〕新加坡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使命就是要把人民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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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天赋发展成为专业技能 ,为国家栽培熟练技工 、技术人员 、工程师 、经理人员 、专业人员 、行政
人员 、军人 、警察 、教师 、美术家 、音乐家 、演员 、体育教练 、厨师和现代社会里的其他专门人员。
从政治论教育目的出发 ,李光耀十分重视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。执政之初
的 1962年 ,他指出:“我们急需计划大大扩展我们的高等学府” , “这些计划有些很幸运是由私
人及公共基金资助 ,但其它的计划则必须依赖有限的政府资源 。”〔6〕他不断增加政府对高等教
育的财政拨款和人力 、物力的投入。1980年他总结建国经验时说:“我们提高表现水平的速度






度下的教育政策 ,偏重于文科 、医科和法科 ,而对于实用科学的教导以及技术人员的训练没有







教育的一般特征 ,“要求依照英才主义的方式进行选择 、否决 、证实或扩展知识领域 ,以英才的





制的社会流动性 ,为全体人民设立共同学校 ,没有人因富有或家长的地位而享有特权 ,以及根
据个人的表现作为颁发奖学金和升级的标准等措施 , “这些都是避免阶级分层的因素。”〔11〕每




其次 ,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者 ,必须是杰出人才 。李光耀认为 , “要搞好一所大学 ,最重要
的是教学人员的热忱 ,他们的专业能力以及各系主任的领导能力 。”〔13〕需要鼓励更多新加坡学
者成为大学教师 ,并聘请世界各地优秀人才前来任教。他说:“如果没有外地出生的人才流入
我国 ,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、南洋理工学院 、教育学院和初级学院担任教职员 ,我们就别想那么快
速有效地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准和增加学生的入学人数了。”〔14〕
第三 ,在政治思想素质和语言文化素质方面 ,则要求把群体利益放在首位 ,培养国家意识 ,
















谐统一 。1970年 ,李光耀在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时说:“许多新兴国家的大学 ,一般
倾向是把考试及格水准越降越低 ,造成大学过分拥挤的现象” ,而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却未出
现这种状况 , “也许我们对于维持学术水准 ,彼此都具有同样的决心 。”〔19〕1980年 ,他则指出 ,
过去压低大学生人数是不明智的 ,如果 10年前放松的话 ,今天就可能多二 、三千名新大毕业
生 ,而减少两万张就业准证。必须通过聘请更多的及资格更好的教师 ,从而训练出更多更好的
毕业生 。“一所大学的声誉 ,固然要靠教授的学问素养 ,但同时也得靠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
在学术上的表现 。”〔20〕李光耀主张把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学术文化中心 ,广
泛接受东南亚各国学生前来深造。
第六 ,在人才使用上 ,要求制定完备的政策法规 ,保证专业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 ,
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。李光耀认为 ,“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国家基本单位人员的
素质 、力量和眼光。”〔21〕他肯定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,认为通过公开考试从大学毕业
生中征聘和录用国家公务员 ,能够有效地防止行政用人中的人治弊端 ,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 。
他主张“使有才干的人获得足够的报酬 ,以奖赏他们对我国的总体进展所作出的贡献 。”〔22〕
如果说 ,引进外国教师 、互派留学生 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 ,培养合乎国际质量标准
的人才等内容是属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,那么 ,有关政治思想素质和语言文化素质方面的
内容则是本国化的要求。高等教育如果没有本国化作为基础 ,那么其国际化也是难以真正发
挥作用的 。李光耀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 ,体现了高等教育本国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。
三 、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的重要影响




后 ,新加坡实行教育分流 ,从小学到大学分成学术和工艺两个源流 ,一改昔日重学轻术的传统 。
同时 ,政府加强控制 ,逐渐形成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 ,这和战后香港的大学自治体制










毕业生能够充分就业 。专家 、技术人员 、管理工作者 、行政人员的就业比例显著上升 。据统计 ,
其比例 1957年为 6.8%,1970年为 10.3%,1980年为 18.3%,1990年达 24.2%。〔24〕
其三 ,促进新加坡人好学上进之风的形成 ,为社会迈向更高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 。
精英主义高等教育观转化为政府的教育发展政策措施后 ,逐渐形成尊重知识 、尊重人才的
良好氛围 ,使新加坡坚信:“教育和学业成就 ,能为个人 、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” ;“要培养子女 ,
就要让他们接受训练 、训导和教育 。”〔25〕新加坡家庭把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当作头等大事 。正
如所说的那样:“新加坡人现在似乎不只是要有学位要有文凭 ,而且最好是学位不止一个 ,文凭
不止一张 ,要不然 ,就是被认为没有前途了。这的确是 90年代新加坡人的普遍想法。这一想
法也激励着新加坡人始终向前发展 ,鼓励他们永远力争上游 ,不落人后。”〔26〕对此 ,李光耀给予
高度评价:“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,这种珍惜学问和相信知识能改进个人前途的强烈信念 ,是








自 80年代以来 ,新加坡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 ,在双语教育政策的执
行上 ,纠正过于重视英语的偏差 ,加强母语教育。90年代以后 ,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
理工大学举办华语华文教学与研究 ,使华文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阶段衔接起来。
在教学指导思想和课程设置上 ,开始重视通才教育 ,加强基础课教学 ,增加非专业性的选
修课程 ,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,以增强“应变能力” 。〔28〕同时 ,加强东方价值观教育 ,如义安工艺学









〔28〕潘懋元 、黄建如编著·《新加坡国立大学》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·第 14～ 15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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